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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Objective: To identify risk factors for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 after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. Method: The study

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records of 177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who eventually underwent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-

my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7 in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. Age, prostate volume, prostate-specific antigen (PSA) be-

fore needle biopsy, number of positive cores, positive percentage of needle biopsy and biopsy, and postoperative Gleason scoreand

pathological stage were analyzed. Results: The overall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 rate was 32.2% (57/177). Age, prostate volume, PSA be-

fore needle biopsy, positive percentage of biopsy, and postoperative Gleason scor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(P>0.05). The study

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umber of positive cores, positive percentage of needle biopsy, and pathological

stage (P<0.05).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the pathological stage w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affecting the positive surgi-

cal margin rate (odds ratio, 1.616; 95% confidence interval, 1.062-2.459). Conclusions: The number of positive cores, positive percent-

age of needle biopsy, and pathological stag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. The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T

stage is an independent factor affecting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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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切缘阳性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

张争 张克楠 洪保安 张九丰 周博文 龚侃

摘要 目的：探究影响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（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，LRP）后切缘阳性（positive surgical margin，PSM）
的相关因素。方法：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177例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LRP患者的临床资料，将患者分为术后

PSM和切缘阴性组，分析各组不同的年龄、前列腺体积、穿刺前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（prostate-specific antigen，PSA）值、穿刺阳

性针数及其百分比、穿刺及术后病理的Gleason评分和术后病理T分期对术后切缘的影响。结果：177例患者中，患者术后PSM的

阳性率为32.2%（57/177）。患者年龄、前列腺体积、穿刺前血清PSA值、穿刺及术后病理的Gleason评分与术后PSM之间无显著相

关性（P>0.05）。穿刺阳性针数及其百分比、术后病理不同 T分期的术后 PSM与切缘阴性进行比较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（P<
0.05）。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，术后病理 T分期是 PSM的独立危险因素（OR为 1.616，95%CI为 1.062～2.459，P<
0.05）。结论：LRP后PSM与前列腺穿刺阳性针数及其百分比、术后病理T分期之间具有相关性，且术后病理T分期是其独立危险

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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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西方国家，前列腺癌是男性第二常见的恶性

肿瘤，在新发恶性肿瘤中位居第1位、占19%［1］，而中

国与其相比发病率较低。随着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

原（prostate-specific antigen，PSA）筛查和影像学技术

的发展，近年前列腺癌发病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，在

北京和上海已超过25/10万［2］。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

术（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，LRP）虽是目前

治疗前列腺癌有效的方式之一，但术后病理结果常

常提示切缘阳性（positive surgical margin，PSM）。

PSM是指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标本在显微镜下，可观察

到表面或墨染边缘有癌细胞。术后病理 PSM的患

者，更易发生肿瘤的生化复发或临床进展，需行辅助

性内分泌治疗或放疗。本研究旨在对LRP后PSM的

患者进行分析，探究影响PSM的相关因素，为预后判

断和指导治疗提供依据。

1 材料与方法

1.1 材料

1.1.1 病例资料 收集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1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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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LRP患者的临床资料，患者

平均年龄为（65.77±7.65）岁，平均前列腺体积为（40.00±
17.98）cm3，前列腺穿刺前血清PSA检查中平均总血清

PSA值为（14.72±11.36）ng/mL，穿刺后及手术后Gleason
评分分别为（6.92±1.04）分及（7.30±0.98）分。纳入标准：

1）术前均未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；2）完善穿刺前血清

PSA值、经直肠超声穿刺活检、前列腺磁共振扫描和核

医学ECT等术前检查，未发现前列腺癌有远处转移；3）
所有患者手术均由高年资医生主刀，以减少由手术技

巧带来的误差，术后标本经病理科2名及以上医师诊断

为前列腺癌。

1.1.2 分组 根据前列腺癌患者的中位年龄，分为

年龄≤65岁和年龄>65岁组；根据前列腺体积大小，分

为体积<40 cm³、40～70 cm³和体积>70 cm³组；根据穿刺

前血清总PSA不同，分为PSA<10 ng/mL、10～20 ng/mL
和PSA>20 ng/mL组；依据Yang等［3］研究，前列腺穿刺

阳性针数分为针数≤2针和针数>2针组；根据计算穿

刺阳性针数百分比，分为穿刺阳性百分比<33%、

33%～65%、穿刺阳性百分比≥66%组；根据Gleason评
分危险度分级，穿刺及术后病理评分分为Gleason评
分≤6分、7分及评分≥8分组；根据患者术后不同病理

T分期，分为T2a～T2b期、T2c期、T3a期及T3b期组。

1.2 方法

手术方法根据手术操作标准，行LRP［4］。
1.3 统计学分析

采用SPSS 22.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。计量资料采

用x±s描述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（%）描述，组间比较采用

χ2检验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术后PSM的

独立危险因素。以P<0.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。

2 结果

2.1 一般临床资料、穿刺阳性针数及其百分比与术

后PSM相关性

行LRP的177例患者总PSM率为32.2%（57/177），
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平均值为37.46%±24.08%，穿刺阳

性针数百分比≥66%患者的PSM率为51.6%（16/31），在
所有分组中占比最高。患者年龄、前列腺体积、穿刺前

血清PSA值、穿刺及术后病理Gleason评分与术后PSM
之间无相关性，不同分组PSM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>
0.05）；不同分组的穿刺阳性针数与术后PSM之间差异

具有统计学意义（χ2=4.318，P<0.05）；不同分组穿刺阳

性针数百分比患者的PSM与切缘阴性进行比较，差异

具有统计学意义（χ2=6.619，P<0.05），见表1。
2.2 术后病理不同T分期与术后PSM关系

在术后病理不同 T分期中，T2a～T2b期 11例患

者中无 PSM者，T2c期 76例患者中 PSM为 19例

（25.0%），T3a期 61例患者中 PSM为 26例（42.6%），

T3b期 29例患者中PSM为 12例（41.4%），不同病理T
分期术后切缘阴性与 PSM进行比较，差异具有统计

学意义（χ2=11.183，P<0.05）。
2.3 术后PSM的独立危险因素

将穿刺阳性针数及其百分比、术后病理不同T分期

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，穿刺阳性针数

及其百分比不是影响PSM的独立危险因素（P>0.05），
而术后病理T分期是PSM的独立危险因素（OR为1.616，
95%CI为1.062～2.459，P<0.05，表2）。病理T分期每提

高1个等级，PSM出现的概率将提高1.616倍。

表1 177例前列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

类别

年龄（岁）

≤65
>65

前列腺体积（cm3）

<40
40～70
>70

穿刺前血清PSA（ng/mL）
<10
10～20
>20

穿刺病理Gleason评分（分）

≤6
7
≥8

例数（n=177）

83（46.9）
94（53.1）

102（57.6）
61（34.5）
14（7.9）

78（44.1）
62（35.0）
37（20.9）

56（31.6）
84（47.5）
37（20.9）

切缘阴性例数（n=120）

55（31.1）
65（36.7）

72（40.7）
41（23.2）
7（3.9）

55（31.0）
40（22.6）
25（14.2）

39（22.0）
56（31.6）
25（14.2）

PSM例数（n=57）

28（15.8）
29（16.4）

30（16.9）
20（11.3）
7（4.0）

23（13.1）
22（12.4）
12（6.7）

17（9.6）
28（15.9）
12（6.7）

χ2
0.168

2.405

0.570

0.137

P

0.682

0.301

0.752

0.9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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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术后PSM的独立危险因素

表1 177例前列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（续表1）
类别

术后病理Gleason评分（分）

≤6
7
≥8

穿刺阳性针数（针）

≤2
>2

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（%）
<33
33～66
≥66

术后病理T分期

T2a～T2b
T2c
T3a
T3b

（）内单位为%

例数（n=177）

15（8.5）
113（63.8）
49（27.7）

49（27.7）
128（72.3）

82（46.3）
64（36.2）
31（17.5）

11（6.2）
76（42.9）
61（34.5）
29（16.4）

切缘阴性例数（n=120）

12（6.8）
78（44.0）
30（17.0）

39（22.0）
81（45.8）

60（33.9）
45（25.4）
15（8.5）

11（6.2）
57（32.2）
35（19.8）
17（9.6）

PSM例数（n=57）

3（1.7）
35（19.8）
19（10.7）

10（5.7）
47（26.5）

22（12.4）
19（10.8）
16（9.0）

0（0）
19（10.7）
26（14.7）
12（6.8）

χ2
2.071

4.318

6.619

11.183

P

0.335

0.038

0.037

0.011

3 讨论

前列腺癌主要采用手术治疗，术后 PSM可提示

死亡风险增高，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。同时，PSM
也是术后放疗与内分泌治疗的重要指征，影响患者

与家属的精神状况并增加其心理负担。因此，PSM的

影响因素分析对手术治疗策略、辅助治疗选择及患

者随访都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。

Choo等［5］通过对3 707例穿刺病理确诊的前列腺癌

患者进行研究发现，前列腺体积≥46 cm3的术后PSM与

体积<29 cm3者进行比较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。较小

的前列腺体积是术后PSM的预测因子，并有更高的PSM
率（OR为0.7，95%CI为0.5～0.9，P=0.022），可能与肿瘤

体积的占比较大有关［6］。前列腺越小，肿瘤与前列腺体

积比值越大，越易超出病理分期的限定范围，易出

现 PSM。Yang等［3］对296例前列腺癌患者进行研究发

现，穿刺阳性针数>3针的患者发生 PSM的危险性是

针数≤3针的 4.403倍（OR为 4.403，95%CI为 1.878～
10.325，P<0.001）。与上述研究相比，本研究发现，较少

的穿刺阳性针数（针数≤2针 vs.针数>2针）与PSM相关，

可能是因为中国前列腺癌患者就诊时往往处于前列腺

癌晚期，穿刺时肿瘤相对较大，导致穿刺阳性针数较少。

有研究表明，术后PSM与病理不同分期，以及不同穿刺

阳性针数百分比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，而各组穿

刺及术后病理Gleason评分与切缘状态之间的差异无统

计学意义［7-8］。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多，分组也更为详

细，分析发现不同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与PSM差异具

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，而术后穿刺病理Gleason评分的

各组术后PSM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，也未发现穿

刺阳性针数及其百分比是前列腺癌术后PSM的独立影

响因子。

本研究发现，病理不同T分期不仅与PSM相关，

并且是PSM的独立危险因素，病理T分期越高，术后

出现PSM的可能性越大，研究发现术后病理不同T分
期，如 T2期和 T3期的术后 PSM率有明显差异，PSM
率随着病理T分期的增高而增高（P<0.05）［9-10］，与本

研究结果相符。前列腺癌术后PSM是预后不良的指

标，T3期肿瘤的PSM主要与肿瘤位置相关［11］。目前，

LRP术式相对成熟，多数有经验的医生可顺利完成，

但对于术中发现肿瘤侵犯程度大，或与周围器官如

直肠黏连严重而造成的PSM，此时需权衡保护直肠与

尽力切除肿瘤之间的利弊。

对于前列腺癌低分期如T2期，术中是否保留性

神经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术后切缘状态。Preston
等［12］研究结果表明，术后病理T2期患者保留性神经

类别

穿刺阳性针数（针数≤2针 vs.针数>2针）

穿刺阳性针数百分比［<33% vs.（33%～65%）vs. ≥66%］
术后病理分期（T2a～2b vs. T2c vs. T3a vs. T3b）

Wald
0.845
0.607
5.014

OR
1.531
1.222
1.616

95%CI
0.617～3.798
0.738～2.022
1.062～2.459

P

0.358
0.436
0.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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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切除神经更易出现术后PSM（RR为1.52，95%CI
为0.97~2.39）；而T3期患者保留性神经和切除性神经

的 PSM率无显著性差异。上述研究目前仍存在争

议，因此对于前列腺癌患者是否保留性神经需严格

参考指南，术前应仔细评估，尽量避免术后PSM的发

生［13］。EAU前列腺癌指南（2018年）建议，对于局限

性前列腺癌，建议采用保留性神经的根治性手术；而

对于包膜外高风险肿瘤，如临床分期为 T2c和 T3期
以及任意活检Gleason评分>7分的前列腺癌，保留性

神经根治术则是绝对禁忌症。因此，在术前根据患

者病情，慎重考虑是否保留性神经，是降低低分期肿

瘤术后 PSM的有效途径。除此之外，手术医师的技

术水平和病理医师的诊断水平也一定程度上与术后

PSM相关［14-15］。

综上所述，LRP后PSM与前列腺穿刺阳性针数及

其百分比、术后病理不同T分期之间具有相关性，且

术后病理T分期是其独立危险因素。本研究仍存在

局限性，如患者例数相对较少且缺乏临床随访和生

化复发的数据，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结合患者

随访结果进行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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